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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创新能力的高低代表了该区域竞争力和社会活力的强弱，同时也决定了其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以珠江三角洲区域为例，应用min-max标准化分析方法，评价了2010-2015年该区域的创新能力。实证分析发现，珠三角的区域创新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还存在城市间创新能力不平衡、教育科技支出少、知识未能有效转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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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vel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bility represents the strength of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social vitality, but also determines its position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pattern. Taking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s an example,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the region from 2010 to 2015 was evaluated by using the min-max standardized analysis method.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is on the ris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innovation capability between cities, low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On this basis, the reasons for these problems are analyzed, and specific improvement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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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区域创新能力是在一个地区内将大学、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创造出来的成果转化成有社会意义的新产品或新服务的一种能力[1]，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对企业的发展环境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2]。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区域创新能力已成为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和地区经济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如何以创新作为引擎，实现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不仅事关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也关系到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高低和质量的提升。
作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珠三角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然而，随着特朗普逆全球化政策实施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加深，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已由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内走到了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上，进入实质性的资源约束阶段，迫切需要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客观、科学的评价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对于一个区域明确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采取合理的科技创新策略，保持和提高竞争优势，获取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有必要通过系统的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弄清楚珠三角区域创新能力的水平及存在问题。
近年来，随着实践领域对区域创新能力日益重视，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作为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既有成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了该研究热点的深入：
一是研究了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Asheim（2002）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应包括企业和制度基础设施两大类[3]。魏阙、戴磊（2015）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了区域创新活动的基础、产业集群环境、地区的创新投入和地区的创新产出四个方面[4]。易平涛等（2016）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环境三个方面对中国东部11个省市2009年-2013年间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评价[5]。张爱华（2017）将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归纳为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服务创新能力、制度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水平五个方面 [6]。李美娟、刘媛（2018）根据简约性、独立性和代表性的原则选取指标，将协同创新投入、协同创新合作、协同创新产出和协同创新辅助条件作为区域协同创新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纳入指标体系[7]。
二是采用多种方法对不同区域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了实证评价研究。潘雄锋等（2015）运用全局熵值法模型对我国京津冀地区、东北地区、长三角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009 -2012 年企业层面的创新能力进行了动态评价与分析，并进行了排名[8]。齐亚伟（2015）通过使用聚类分析和全局Moran指数，发现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阶梯层次分布[9]。解旭霞、刘明广（2016）基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珠三角9个城市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以深圳、广州为双核，以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为双轴，建立“珠三角创新圈”重新整合珠三角9个城市的创新资源[10]。赵炎、徐悦蕾（2016）以上海为例，结合AHP和模糊综合评价法，认为加强产学研合作以及国内外合作和转变城区产业培育方式有利于提高上海的创新能力[11]。李美娟等（2017）以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灰靶理论的动态评价方法，认为我国各地区协同创新整体能力还不够强，产出能力需要提高[12]。徐林明等（2017）运用Borda法的动态组合评价方法对2009—2013年期间东部地区区域协同创新能力进行测算，发现北京的区域协同创新能力最强[13]。张文宇等（2018）使用复杂网络中节点重要度排序理论思想和隶属函数对全国30个区域的制造业绿色创新能力进行测算，并找出影响制造业绿色创新能力关键性的因素[14]。
此外，还有较多研究明确了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多个影响因素。Guo-yong MA（2010）通过因子分析法研究发现知识创新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显著因素[15]。李涛、孙研（2016）发现R&D经费的投入强度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研发投入力度是提升创新绩效的关键要素[16]。毛良虎、姜莹（2017）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得出认知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17]。刘晓婉（2017）实证检验了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推动作用[18]。
显然，上述研究成果对我们全面、系统的理解区域创新能力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研究大有裨益，但还存在以下几个缺陷：一是从评价指标体系来看，由于研究者关注的视角不一致，目前尚未形成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选取原则的共识，而且在指标构建时未能充分考虑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导致构建的指标体系主观性较强且存在较大的认识差异。二是从评价方法来看，已有因子分析、聚类分析、AHP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基于灰靶理论的动态评价等多种方法被用于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研究。然而，这些方法的评价思路以及对数据的要求各不相同。如聚类分析法存在当评价指标过多时，获得聚类结论会比较困难的问题；而因子分析法在计算得分的时候，采用的最小二乘法，有时可能会失效，严重影响到评价结论的真实性。这意味着需要结合评价对象及其数据采集特征来选择合适的方法，并不断丰富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的方法集。Min-Max极值标准化方法不仅可以反映原始数据中各指标变异程度上的差异,而且还能计算出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数，确定区域创新能力水平，增加评价结果的可信度[19]。然而，目前的实证研究尚未将此种方法应用到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中去。第三，从实证研究的对象来看，既有区域创新能力评价对象涵盖了国家、地带区域以及省、地市、产业等多个层面，但是具体到以珠三角区域作为观察对象的评价研究仍然是极为欠缺的。既有研究或是将珠三角作为一个整体和其他区域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比较，或是对某个年份珠三角内部城市之间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导致我们不能获得对珠三角区域创新能力动态变化的全面认识，也无法把握珠三角区域创新能力的最新特征。
综上，本文选择以珠三角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区域创新能力的内涵特征并综合考虑其影响因素，相对全面的构建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Min-Max极值标准化方法，对近年来珠三角区域创新能力的变化做动态评价，再分别对区域内九个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比较研究，最后针对珠三角区域创新能力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2.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方法
2.1 评价思路
首先，本文参考既有对区域经济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的文献，确立能够评价区域创新能力的综合指标体系。
接下来，对数据运用定量分析，采用Min-Max极值标准化方法，对珠三角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分析，得出最终的综合指数。
最后，先对整个珠三角洲的5个一级指标综合指数在考察期的变化做出动态评价；再根据2010年和2015年的综合指数，对珠三角九市的5个一级指标进行评价，以便更细致的呈现这一时段的动态变化；并分别对2010年和2015年珠三角九个城市创新能力的综合指数进行横向比较分析；通过以上分析，找出珠三角创新能力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2.2评价指标
区域创新能力的高低主要体现在区域内创新要素指标的共同影响和作用是否明显。由于我国对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研究比较晚，不同的学者对其内涵界定也不一样，因此指标的选取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以创新能力为核心，在借鉴和综合国内外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广东省区域创新能力的实际情况与特点，兼顾数据的综合性、代表性、科学性和可获得性等原则，构建包含5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的综合指标体系（详见表2-1）。其中，5个一级指标分别是科技创新效益、科技环境创新能力、知识创造能力、知识流动能力以及企业科技创新能力；18个二级指标包括人均GDP、GDP增长速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等。
考虑到指标的可获取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本文将评价指标数据采集年份确定为2010-2015年。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珠三角九城市的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
2.3 测算方法
Min-Max极值标准化方法是对原始数据进行数据变换，将原始数据通过Min-Max标准化，使最后的计算结果在(0,1)之间的一种方法。该方法的优势就在于它能根据多指标体系，化复杂为简单，算出的得分能够减少误差，提升评价结论的真实度，准确反映珠三角的区域创新能力。
2.3.1指标权重
权重反映的是各项指标在整个体系中所占的比例，根据所占比例表明其重要性程度的大小。本文以100分为标准，采用专家调查法,通过对5名专业领域内资深专家对各指标权重的打分进行加权平均，评估各个因子的重要程度，得出以下权重（表2-1）：
表2-1  珠三角区域的具体指标体系权重比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科技创新效益
	人均GDP（元）
GDP增长速度（%）
	12
10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4

	
	出口额占GDP比重（%）
	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8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率 (%)
	2

	[bookmark: _Hlk517380346]科技环境创新能力
	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万人）
	2

	
	邮电业务总量(不变价,亿元)
	2

	科技环境创新能力
	移动电话用户（万户）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2
6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亿元）
	2

	知识创造能力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4

	
	R&D经费占GDP比重（%）
	8

	
	全市发明专利授权量（件）
	8

	知识流动能力
	实际利用外资额（亿美元）
	4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高新技术企业家（家）
	1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活动人员(万人）
	10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亿元）
	4


2.3.2无量纲化
在众多的指标体系中，因各指标的计量单位存在差异，量纲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会影响整个评价体系的测算结果。为了使最终评价结果让人信服，使数据保持标准化，易于比较，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通过分析发现，综合指数越高，区域的创新能力就越强，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本文将采取极值标准化的方法，即min-max对数据进行线性变换，取值的区间是(0,1)。公式为：
其中表示某一年某个指标的实际值；分别表示某一年该指标所有数据的最大值、最小值。
2.3.3综合指标的测算
根据第一步的权重和第二步算出来的结果，采用加权平均法来算出最终得分。公式为：
P=                   [image: ]
P的大小表示的是珠三角（或各个城市）的综合指数，反应的是区域创新水平的高低；表示表2-1所赋予的权重；表示公式（1）算出来的标准化值。以最后的综合指数P进行等级划分。具体而言，0-20分、20-50分、50-70分、70-85分、85分以上分别代表区域创新能力处于初级、中初级、中级、中高级、高级水平。
3综合评价分析
根据2010—2015年的指标数据，运用Min-Max极值标准化评价方法，计算珠三角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数。为了直观的考察珠三角洲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情况，首先，针对整个珠三角从2010至2015年的5个一级指标综合指数的变化趋势进行评价分析（表3—1）；其次，针对珠三角九市2010年和2015年的5个一级指标综合指数进行评价分析（表3-2）；最后，对2010年和2015年珠三角九市的创新能力进行比较分析（表3-3）。 
3.1珠三角洲整体评价
3.1.1珠三角洲综合指数评价
表3-1  2010—2015年珠三角洲一级指标综合指数
	年份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科技创新效益
	11.87
	19.48
	14.37
	25.04
	17.54
	22.26

	科技环境创新能力
	0.59
	2.94
	7.36
	10.70
	10.34
	13.54

	知识创造能力
	0.00
	4.91
	11.22
	18.83
	15.48
	17.94

	知识流动能力
	0.00
	0.62
	1.75
	1.18
	3.58
	4.00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0.00
	5.00
	12.78
	17.03
	19.83
	23.52

	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数
	12.46
	32.95
	47.48
	72.77
	66.77
	81.26


从表3—1可看出， 2010—2015年整个珠三角的五个一级指标和综合指数都呈现不断提升的发展态势。其中增长幅度：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数＞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知识创造能力＞科技环境创新能力＞科技创新效益＞知识流动能力。就区域创新能力水平而论，珠三角除了2010年为初级水平、2011年和2012年为中初级水平之外，2013-2015年都归为中级以上水平。在此期间，评价综合指数由2010年12.46上升到2015年81.26，年平均增长率为110.43%，增长速度较快，这表明珠三角区域已经充分认识到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由此而重视科技创新效益，积极提高科技环境创新能力，努力加强对优秀人才的培养建设，重点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就贡献值而言，一级指标科技创新效益和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对珠三角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数贡献值最大，两者贡献的分值是总分值的一半以上。然而知识流动能力贡献最小。
3.1.2珠三角洲一级指标评价










图3-1  2010-2015年珠三角洲一级指标综合指数
根据5个一级指标在2010年—2015年对珠三角洲创新能力综合指数的贡献值的大小，可以总结出其发展趋势及特点（图3-1）。
2010—2015年，珠三角科技创新效益虽呈曲折上升态势，波动起伏较大，波动值为13.17，发生在2010年（最小值）和2013年（最大值）之间。其中2014年下降的幅度较为明显，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和出口额占GDP比重的下降，这也就说明了第三产业的产值、扩大内需和对外贸易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极大的影响。
同期珠三角的科技环境创新能力呈平稳上升趋势，波动值为12.95，发生在2010年（最小值）和2015年（最大值）之间。在衡量科技创新能力的5个二级指标中，由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降低导致了2014年的科技环境创新能力有所下降，说明珠三角洲应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经济。
与此同时，在2010—2015，珠三角知识创造能力大致呈“S型”波动状态。其中2010—2013年呈直线上升趋势，2014年有所下降，2015年由于全市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增加，致其综合指数有所提升。波动值为18.83，发生在2010年（最小值）和2013年（最大值）之间，其中2010年知识创造能力为0分，具体而言，知识创造能力的3个二级指标值即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R&D经费占GDP比重和全市发明专利授权量是考察期六年间最小的，因此得以说明，珠三角洲应加大教育支出，引进高素质创新人才，增加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经费投入量，重点支持知识和科技的交流与引进工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政策。
知识流动能力的同期变化趋势是呈平稳上升趋势。波动值为4，是5个一级指标中波动值最小的，发生在2010年（最小值）和2015年（最大值）之间。其中，2015年在知识流动能力方面表现的十分突出，其关键因素是实际利用外资额是考察期六年中最高的。
同期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也呈直线上升趋势，波动值为23.52，发生在2010年（最小值）和2015年（最大值）之间。在衡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3个二级指标中，高新技术企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活动人员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在连续六年内都呈现递增的状态，说明珠三角在考察期六年间逐渐认识到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正在不断积极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
3.2九市一级指标分析
表3-2  2010年和2015年一级指标综合指数
	城市
	科技创新效益
	科技环境创新能力
	知识创造能力
	知识流动能力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2010年
	2015年
	2010年
	2015年
	2010年
	2015年
	2010年
	2015年
	2010年
	2015年

	东莞
	13.87
	14.87
	10.11
	7.32
	8.49
	7.15
	2.25
	3.22
	5.37
	9.15

	佛山
	24.39
	20.91
	8.82
	6.95
	5.42
	6.40
	1.39
	1.27
	8.99
	9.37

	广州
	24.12
	29.58
	12.24
	10.98
	8.56
	11.22
	3.64
	3.28
	15.55
	17.03

	惠州
	18.68
	7.09
	5.78
	4.04
	3.21
	6.89
	0.79
	0.43
	0.93
	1.70

	江门
	12.13
	10.59
	4.34
	3.21
	4.34
	6.6
	0.42
	0.28
	2.54
	0.38

	深圳
	33.18
	35.06
	9.47
	10.65
	18.14
	18.00
	4.00
	4.00
	17.35
	20.31

	肇庆
	12.36
	6.84
	0.46
	2.13
	2.55
	3.63
	0.23
	0.62
	0.00
	0.18

	中山
	18.37
	17.41
	6.20
	4.87
	9.55
	8.77
	0.00
	0.00
	3.11
	3.43

	珠海
	23.40
	27.05
	4.94
	6.12
	4.82
	6.39
	0.57
	1.14
	1.90
	1.53


表3-2表明，珠三角九市一级指标的综合指数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其中，广深两市综合指数处领先地位，且相对其他城市有绝对优势；东莞、佛山、中山和珠海等四个城市的综合指数差距较小，且存有各自的优势指标；惠州、江门和肇庆三座城市的各项综合指数远不及广深，也达不到东莞等城市的层次，处于最低水平。
从时间维度上看，相较于2010年，2015年珠三角各城市的各项指标或升或降，不同城市升降幅度亦有差异。在科技创新效益方面，珠三角四市深圳、广州、珠海和东莞呈现出升高趋势，其中广州和珠海提高幅度较大，其余五市呈现下降趋势，惠州和肇庆下降幅度较为明显；在科技环境创新能力和知识流动能力方面都有三个城市呈下降趋势，但下降的幅度较小；在知识创造能力方面，六市呈现上升趋势，且大都提升1分左右；在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上，除珠海和江门有所降低，其他城市都有所提高。
3.2．1科技创新效益










图3-2  2010年与2015年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效益综合指数
如图3-2所示，科技创新效益对于区域创新能力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该一级指标下设置以下几个指标：人均GDP（元）、GDP增长速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出口额占GDP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和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率 (%)5个指标。
根据综合指数波动值的大小，可将九市分为两类，一是大幅度波动城市，如：佛山、广州、惠州、肇庆和珠海五市，二是小幅度波动城市，如：东莞、江门、深圳和中山四市。在考察期间，惠州在考察期间科技创新效益综合指数下降近10分，较为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惠州GDP增长速度减慢所致，由2010年的18%下降到2015年4.64%，降幅达到13.36%。
3.2.2科技环境创新能力
        图3-3  2010年与2015年珠三角九市科技环境创新能力综合指数
如图3-3所示，科技环境创新是区域创新活动得以开展的坚实基础。根据科技环境创新能力综合指数的大小，可将九个城市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深圳和广州高能力科技环境创新型，第二类是佛山、东莞、惠州、珠海和中山中能力科技环境创新型，第三类是江门和肇庆低能力科技环境创新型。广州和深圳两个领先城市的关键因素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值高，市场活跃，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当地创新主体的创新热情。与之相反,江门和肇庆的该指标数值较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市科技环境创新能力的提升。
3.2.3知识创造能力










图3-4  2010年与2015年珠三角九市知识创造能力综合指数
由图3-4易知：在知识创造能力方面，珠三角九市的综合指数排名大部分都发生了变化，佛山、广州、惠州、江门、肇庆和珠海六市有显著增长趋势，尤其广州和惠州两市的增长幅度较大；东莞、深圳和中山三市的知识创造能力呈降低趋势，且降低幅度也小。
知识创造能力综合指数是由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R&D经费占GDP比重和全市发明专利授权量等因素共同衡量。近几年佛山、深圳两市在3项指标表现的较为稳定；而东莞因全市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减少，表现不佳，导致该市的综合指数有所下降。
3.2.4知识流动能力











图3-5  2010年与2015年珠三角九市知识流动能力综合指数
[bookmark: _GoBack]如图3-5所示，在知识流动能力方面，珠三角九市的综合指数具有显著差异。根据科技创新效益综合指数升降，可将九市分为知识流动能力增长型城市，例如东莞、肇庆和珠海三市；知识流动能力稳定型城市，例如深圳和中山；知识流动能力减弱型城市，例如佛山、广州、惠州和江门四市。
该项包括实际利用外资额1项二级指标。深圳凭借实际利用外资额较多的优势，2010年和2015年的知识流动综合指数仍处于最高水平；其次是广州、东莞、佛山、珠海；最后是惠州、肇庆、江门和中山,其中中山因较少的外资额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身的知识流动能力的提升。
3.2.5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图3-6  2010年与2015年珠三角九市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综合指数
如图3-6所示，在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上，珠三角九市的综合指数也具有显著差异。按照指数大小分为高能力企业科技创新型城市，包括广州和深圳两市；中能力企业科技创新型城市，包括东莞和佛山两市；中低能力企业科技创新型，包括中山、珠海两城市；低能力企业科技创新型，有惠州、江门、肇庆等城市。相对于2010年，除珠海和江门两市，其他城市的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显著落后的肇庆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与排名第一的深圳差距很大，而影响肇庆综合指数的关键制约因素是高新技术企业家和R&D活动人员的数量严重不足。
3.2.6小结
通过对上述一级指标分析可知，珠三角各市在不同指标能力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在科技创新效益方面，珠三角九市综合指数都发生了变化，分为了大幅度波动城市和小幅度波动城市；在科技环境创新能力方面，珠三角九市综合指数变化较小；在知识创造能力方面，珠三角九市这两年除了深圳和东莞综合指数排名没有发生变化，其他六市综合指数排名都有所变动；在知识流动能力方面，珠三角九市综合指数升降比较明显，可分为知识流动能力增长型、稳定型、减弱型城市；在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高指数城市与低指数城市差异较大，区域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九市综合指数存在显著差异，可分为高、中、中低、低能力企业科技创新型城市。
3.3 2010和2015年九城市创新能力评价
表3-3  2010-2015年九个城市综合指数
	城市
	 东莞
	 佛山
	 广州
	 惠州
	 江门
	 深圳
	 肇庆
	 中山
	 珠海

	2010年
	40.09 
	49.01 
	64.10 
	29.39 
	23.78 
	82.14 
	15.59 
	37.43 
	35.63 

	2011年
	40.46 
	37.99 
	64.17 
	28.81 
	18.89 
	79.80 
	15.97 
	39.23 
	32.77 

	2012年
	43.04 
	37.74 
	63.12 
	32.05 
	14.01 
	82.86 
	13.14 
	36.75 
	32.76 

	2013年
	51.83 
	38.10 
	76.65 
	32.99 
	14.52 
	92.75 
	16.42 
	34.81 
	39.95 

	2014年
	39.99 
	37.02 
	58.57 
	30.57 
	11.75 
	85.84 
	14.81 
	28.88 
	35.93 

	2015年
	41.71 
	44.90 
	72.09 
	20.15 
	21.06 
	88.02 
	13.40 
	34.48 
	42.23 


如表3-3所示，2010年到2015年，九个城市创新指数综合指数有升有降。深圳的创新能力水平和发达国家比较接近，综合指数在九个城市中最高，分值在79.8至 92.75之间，处于创新能力中高级及以上水平。广州这几年间分值在58.57至76.65之间，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4年这四年是处于创新能力中级水平，2013和2015年处于创新能力中高级水平。东莞、佛山、惠州、中山和珠海五市这几年的分值都在20-50之间，都处于创新能力中初级水平。江门只有在2010年和2015年达到了创新能力中初级水平，2011年至2014年都处于创新能力初级水平。肇庆分值在13.14至16.42之间，处于创新能力初级水平。
3.3.1  2010年横向比较










图3-7  2010年珠三角洲九市创新能力综合指数
如图3-7所示，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2010年),珠三角九市大部分处于中初级创新能力水平。深圳虽然大部分二级指标综合指数位于九市首位，但整体仍处于中高级创新能力水平；其次广州以64.1分处于中级创新能力水平；佛山、东莞、珠海、中山、惠州和江门六市都处于创新能力中初级水平；肇庆处于初级水平。
综合而言，虽珠三角九市整体仍处于中初级创新能力水平，但深圳的创新能力综合指数对珠三角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的带动，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水平，一方面需依靠区域内高水平创新能力的城市带动，另一方面更需该区域内城市间的相互学习，共同提升区域的创新能力。
3.3.2  2015年横向比较










图3-8  2015年珠三角洲九市创新能力综合指数
据图3-8可知，2015年（亦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虽然大部分城市综合指数有所提高，但总体还是处于中初级水平。从综合指数升降角度看，东莞、广州、深圳和珠海四市的综合指数处于提高状态，且广州、深圳、珠海三市上升幅度较大，其中深圳创新能力达到了高级水平；佛山、惠州、江门、肇庆、中山等五市综合指数有所下降，下降幅度差异不明显。但肇庆与深圳差异值进一步扩大,创新能力发展极不平衡，严重阻碍了区域整体创新能力水平的提升。
3.3.3结论
通过比较2010年和2015年的综合指数，对九个城市进行横向分析，可得到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创新能力综合指数差距较大。考察期间深圳的创新能力总是排在第一位，然而江门和肇庆由于与区域创新能力较强的广州和深圳距离较远，且交通不便利，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进而抑制了本地的创新经济发展，一直位于后两位。
第二，珠三角洲创新能力发展不平衡。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四市都能利用自身有利的资源，提高自身区域的创新能力。深圳与香港毗邻，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窗口，最先吸收外来的创新理念，一直秉承创新的原则，每年都有高新科技产业公司在这里成立上市，人均GDP一直处于九个城市的首位。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拥有较多的外贸港口，交通设施较为完善，具有丰富的科研资源，普通高校在校学生遥遥领先于其它八个城市。而东莞位于深圳和广州中间，地理位置比较优越，深圳和广州的经济能量辐射到了东莞，外商相继在这里成立公司，在外商的牵引下促进东莞与国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佛山与广州临近，在广佛同城化发展进程中获益非浅，而且佛山本地的制造业极为发达，第三产业也呈现出勃勃生机。而珠三角其他城市，可利用的资源相对匮乏，缺少与深圳、广州联系的纽带，经济发展水平低，环境效益不稳定，创新能力水平不高，且与广深两市有明显的差距，因此这几个城市在提高创新能力方面任重而道远。
4.结论及建议
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本文通过运用极值标准化方法对珠三角区域创新能力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珠三角区域创新能力在2010-2015年间呈逐步上升趋势，同时，珠三角也存在城市间创新能力不平衡的问题。利用外资力度不够、教育科技支出比重偏低、劳动者素质不高、R&D经费和R&D人员投入力度不大、宏观经济增长缓慢、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环境效益不稳定等都是制约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对珠三角区域持续保持经济增长动力至关重要。因此，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4.1挖掘地域特色，弥补自身不足
    对于珠三角区域比较落后的惠州、江门和肇庆三市来说，虽然创新主体的人才和资源有限，但三市各有各的地域特色，如何利用地域特色，提高自身的区域创新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三市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和产业优势，选择新兴战略产业进行重点培育。例如：惠州地理位置优越，与深圳和香港毗邻，可以利用区位优势积极承接深圳的产业转移，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推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江门被称作“侨乡之都”，可立足海外侨胞众多的优势积极引进外资。肇庆被称为“中国十佳宜居城市”，可利用广佛肇一体化的机会，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
4.2加大教育支出，培养高素质人才
教育创新是国之魂，高素质人才是创造城市创新资源的主要力量，人才的数量能体现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的创新能力水平。经过科学知识的丰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缺乏以知识为主要力量的创新活动，是不稳定的、易被超越的。省内比较来说，广深城市在校大学生数量远超珠三角其他城市，但相对于省外，其在数量、规模以及层次结构上还具有显著差距，这也直接阻碍了区域创新水平的快速提升。珠三角九市可以以高校之间加强校际交流合作为抓手，通过联合培养优秀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促进优秀教师及科研人员的交流合作等，促进不同城市的知识经验交流。
4.3加强经济与技术结合，实现创造成果最大化
经济要发展，离不开与技术的结合。政府虽然对珠三角区域内投入了大量研发资金，发明专利授权量逐年增加，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区域发展战略并没有与投入量呈正比关系。究其原因是经济与技术未达到深层结合，多数知识成果只是停留在高校或科研机构表面，没有得到市场认可，进而无法推动经济发展。企业根植于区域，是区域创新能力的代表者，能把握市场创新发展所需的资源。因此，珠三角企业可以通过建立高校技术研发团队中心，将高校内有助于区域创新的知识成果和科技人员引进到企业中，实现创新成果价值最大化，促进企业创新水平和绩效的提升。
4.4扩大对外交流，营造创新环境
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仅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是不可能的。“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时代，各省份之间能时时实现创新项目信息的共享。缺少对外交流，将不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相反，通过交流合作，可以提升区域开放度，可实现创新资源相互借鉴、激发创新文化和创新要素、发掘隐藏资源，提高自身的区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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